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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
行业特征、动因及其影响研究

∗

苗翠芬①

摘　 要： 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冲击， 叠加国内要素成本上升、 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 中国制

造业外移现象愈加凸显。 大型跨国公司如苹果、 三星电子、 现代汽车等， 纷纷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搬迁到

印度等新兴经济体。 本文发现， 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总体规模尚小， 但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当

前， 印度并未承接中国对外大幅度转移的纺织服装、 鞋帽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其主要承接了中国对外

转移程度较轻的光学仪器、 机电设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同时， 印度在汽车、 航天制造等方面表

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 虽然短期内印度不会对中国构成较大威胁， 但中国－印度竞争型的产业链转移模式，
最终会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战略性威胁。 中国可通过升级产业结构、 增强供应链体系竞争力、 深度融入

全球供应链网络等措施，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整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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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产业跨境转移是全球化发展和国际分工格局下

的常见现象。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在华外资

企业， 尤其是美日韩企业就出现了产业对外转移的

苗头。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叠加国内要素成本

上升、 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 加之新冠疫情冲击，

外资企业加速从中国撤离， 纷纷采用 “中国＋Ｎ” 的

策略调整全球产业布局， 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搬迁

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得益于市场潜力巨大、 人口红

利丰厚、 投资环境改善、 支持政策加码、 中美博弈

升级等一系列因素 （罗文宝， ２０２３）， 苹果、 三星电

子、 现代汽车等多家跨国企业在考虑转移生产基地

时， 印度成为有吸引力的选项之一。 此外， 华为、

ＯＰＰＯ、 小米等部分中资企业也纷纷进驻印度投资建

厂， 在印度布局智能手机产业链。 由于产业转移并

非一蹴而就， 因此部分企业在印度可能会面临短期

性的经营困难等阻碍， 继而考虑将产业暂时 “迁回”

中国的情况， 但随着印度产业链体系和政府政策的

日益完善， 这些企业可能会再次启动产业转移。

中国产业对外转移问题引起众多学者关注。 从

研究对象上看， 一类文献考察了中国产业对外转移

的整体情况和总体特征。 例如， 李玉举等 （２０２２）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衡量了中国不同行业产业转

移态势。 唐宜红和张鹏杨 （２０２２） 对中国制造业产

业链外迁的主要影响因素、 转移特征、 转移模式等

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 杨枝煌和陈尧 （２０２２） 重点

考察了中国产业对外转移的基本特征以及存在的主

要问题。 另一类文献重点研究了中国产业向东南亚、

印度等地区的转移问题。 在东南亚方面， 岳圣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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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分析了东南亚国家承接中国产业中存在的比

较优势与短板。 王海全等 （２０２１） 研究了中国产业

向东盟转移的动因、 影响以及发展趋势。 王晓萍等

（２０１４） 研究了中国代工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驱动

机制。 在印度方面， 个别文献探讨了中国产业向印

度转移问题。 例如， 罗文宝 （２０２３） 重点评估了印

度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 并探讨了印度制

造业发展对中国造成的威胁隐忧， 但缺乏对中国产

业向印度转移现状和规模等内容的分析。 综上所述，

已有研究对中国产业外移问题的探讨较为深入， 为

本研究提供了思路借鉴和启发。 但在区位分布上，

大部分研究聚焦中国产业向东南亚地区的转移情况，

而对中国产业向印度转移问题的研究较为欠缺。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 第

一， 在研究对象上， 本文侧重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向

印度转移的问题， 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第二，

在研究内容上， 本文对中国产业向印度转移问题进

行了全面、 系统性地分析。 本文不仅测度了中国制

造业向印度转移的总体规模和行业特征， 分析了中

印产业链转移的本质属性， 还探讨了背后的转移动

因， 并针对制造业外移对中国的影响， 提出政策建

议。 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产业转移问题的区位

分布研究， 也为中国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制

造业竞争体系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 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规模及行业特征

２１ 世纪以来，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国际分

工的日趋专业化， 中国、 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参与全

球产业链的程度不断提高， 其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

作用不断上升， 推动国际贸易格局由美、 欧发达经

济体主导的 “双极” 演变为美、 中、 欧 “三足鼎立”

格局 （鞠建东等， ２０２０）。 在此过程中， 中国在国际

贸易格局中的地位获得快速上升， 成为全球贸易增

长的引擎。 自 ２００９ 年起， 中国已连续多年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 出口贸易额约占世界

总出口额的 １５％。 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 其全球贸

易地位也获得了一定增长， 出口贸易地位从 ２０００ 年

的第 ３１ 位提升至 ２０２３ 年的第 １３ 位， 出口贸易份额

从 ０. ６７％升至 ２. ３０％。 虽然中国、 印度等新兴经济体

的发展， 使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但

美国自始至终仍处于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位置。 长

期以来， 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市场， 也是中

国、 印度等诸多经济体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国。 作为

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美国自各经济体进口份额的

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产业链转移情况。 基

于此， 本文使用美国进口数据作为中国制造业向印

度转移的重要观察窗口 （高端东和杨康， ２０２３）。

（一） 中国产业向印度转移的总体情况

自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 以来， 中国对美国的

货物出口大致经历了快速增长、 缓慢增长、 迅速下

滑三个阶段 （表 １）。 第一阶段：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美

国自中国进口份额快速增长，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８. ９６％上

升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９. ４６％， 增长了 １０. ５０ 个百分点。 第

二阶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 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呈现缓

慢上升特征，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９. ４６％升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１. ８６％， 增长了 ２. ４０ 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 自 ２０１８

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 叠加新冠疫情影响， 美国自

中国进口份额迅速下滑， 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１. ８６％下降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１４. １４％， 下降了 ７. ７２ 个百分点。 比较而

言， 印度对美国的出口比例虽然较小， 但美国自印

度的进口份额一直处于缓慢上升趋势，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０. ８５％上升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１. ５６％， 并升至 ２０２３ 年

的 ２. ７５％。

虽然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间， 美国自中国的进口份

额在缓慢上升， 但内部结构已出现明显分化， 食品

饮料、 皮革制品、 纺织品、 机电设备等品类持续大

幅下滑。 从这个角度上讲， 中国产业外移的现象自

２０１０ 年就已开启， 在 ２０１８ 年中美贸易摩擦后呈现出

加速态势。 特别是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产业

向印度、 东南亚等地区转移的情况在持续推进， 并

在海外供应链修复后有所加速。 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 中

国对美国的出口市场下降了 ７. ７２ 个百分点， 印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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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出口市场上升了 ０. ６５ 个百分点。 虽然美国自

印度的进口份额在持续上升， 但其上升幅度较小，

还不足以替代中国在美国市场下降的份额， 说明在

短期内中国产业向印度转移的总体规模还比较小。

表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２３年美国自中国、 印度进口份额及其变化情况

年份 中国份额 印度份额 时间段 中国份额变化 印度份额变化

２００１ 年 ８. ９６％ ０. ８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４６％ １. ５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增长 １０. ５０％ 增长 ０. ７１％

２０１７ 年 ２１. ８６％ ２. 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 增长 ２. ４０％ 增长 ０. ５４％

２０２３ 年 １４. １４％ ２. ７５％ ２０１７－２０２３ 年 下降 ７. ７２％ 增长 ０. ６５％

数据来源： 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整理， 下表同。

（二） 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具体行业情况

虽然中国产业转移至印度地区的总体规模尚小，

但制造业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表 ２）。 总体而

言， 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三

大类：

表 ２　 ２０１０年和 ２０２３年美国自中国、 印度进口份额 （％）：
行业层面

商品大类
中国份额 印度份额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３ 年 变化幅度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３ 年 变化幅度

车辆、 航 空、 船 舶 及
有关运输设备

３. ９８ ４. ３２ ０. ３４ ０. ４１ ０. ７２ ０. ３１

化工产品 ６. ２７ ６. ３１ ０. ０４ ３. ０８ ５. ００ １. ９２

木浆、 纸、 书 籍 及 其
他印刷品

１７. ６８ １７. ５８ －０. １０ ０. ４２ １. ８５ １. ４３

塑料、 橡胶制品 ２３. ４６ ２１. ３１ －２. １５ ０. ９８ １. ９９ １. ０１

食品、 饮料、 烟草类 ５. ５４ ２. ６１ －２. ９３ ０. ７２ １. ５０ ０. ７８

光学仪器设备， 钟表、
乐器机器零件

１３. ２３ １０. ０５ －３. １８ ０. ４５ ０. ６３ ０. １８

钢铁铜铅等贱金属及
其制品

１９. ００ １４. ５８ －４. ４２ ２. １４ ３. ２５ １. １１

陶瓷、 玻璃制品 ３２. ４２ ２１. ９９ －１０. ４３ ２. ４０ ５. ８０ ３. ４０

机器、 机械器具及其
零件， 电气设备及其
零件， 录 音 机、 电 视
图像、 声音录制等设
备和零件

３４. ４１ ２３. ０４ －１１. ３７ ０. ５６ ２. ０３ １. ４７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３９. ０３ ２５. ０４ －１３. ９９ ６. ０３ ８. ７８ ２. ７５

木及 木 制 品、 软 木、
编结材料制品

２６. ６５ ９. ４４ －１７. ２１ ０. ４３ １. ３５ ０. ９２

杂项制品： 包括家具、
灯具等照明装置、 玩
具、 运动用品及其零件

６６. ４３ ４７. ７３ －１８. ７０ ０. ５９ １. ５２ ０. ９３

鞋帽及其零件、 羽毛
及其 制 品、 人 造 花、
人发制品

７６. ５３ ４１. ５６ －３４. ９７ ０. ８０ １. ５２ ０. ７２

生皮、 皮 革、 毛 皮 及
其制品

７０. ４１ ２２. ７９ －４７. ６２ ２. ４６ ４. ９３ ２. ４７

第一类是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有所扩大， 产业

规模并未出现转移或者转移迹象不明显， 但涉及的

制造业品类较少， 包括车辆、 航空、 船舶及有关运

输设备 （ＨＳ 编码第 １７ 类）， 以及化工产品 （ＨＳ 编

码第 ６ 类）， 增长幅度依次为 ０. ３４、 ０. ０４ 个百分点。

而同期， 美国自印度的进口份额相应增长 ０. ３１％、

１. ９２％， 特别是化工产品的市场份额提升较快， 呈现

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进一步细分数据发现， 中国在

“车辆、 航空、 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 行业上的增长

主要得益于 “铁道及电车道机车” 的增长， 增长幅

度超过 ５０ 个百分点。 而印度方面的增长主要得益于

“汽车和航天设备” 的增长， 增长幅度超过 ６０ 个百

分点。 由此可知， 中国在铁道设备方面保持了较强

的竞争优势， 而印度在汽车、 航天制造领域更加具

有竞争优势。 未来， 中国在汽车、 航天设备方面的

制造业可能会逐渐向印度转移。

第二类是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有所降低， 产业

规模出现轻微或者小幅度转移。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间， 美

国自中国进口份额出现小幅下降的品类包括木浆、

纸、 书籍及其他印刷品 （ＨＳ 编码第 １０ 类）， 塑料、

橡胶制品 （ＨＳ 编码第 ７ 类）， 食品、 饮料、 烟草类

（ＨＳ 编码第 ４ 类）， 光学仪器、 钟表、 乐器零件

（ＨＳ 编码第 １８ 类）， 钢铁铜铅等贱金属及其制品

（ＨＳ 编码第 １５ 类）， 陶瓷、 玻璃制品 （ＨＳ 编码第 １３

类）， 机电、 视听设备和零件 （ＨＳ 编码第 １６ 类），

下降幅度依次为 ０. １０、 ２. １５、 ２. ９３、 ３. １８、 ４. ４２、

１０. ４３、 １１. ３７ 个百分点。 而同期， 美国自印度的进

口份额均获得相应增长， 但各行业的增长幅度不大。

从行业属性上看， 中国对外转移程度较轻的制造业

既包括光学仪器、 机电设备、 金属冶炼等资本和技

术性产业， 也包括食品饮料、 陶瓷玻璃、 塑料橡胶

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平均转移幅度为 ４. ９４ 个百分点。

相应地， 印度的承接幅度为 １. ３４ 个百分点， 约占中

国转移份额的 ２７％。

第三类是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在逐步丧失， 产

业规模呈现大规模转移。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间， 美国自中

国进口份额出现大幅降低的品类包括： 纺织原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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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制品 （ＨＳ 编码第 １１ 类）， 木及木制品、 软木、

编结材料制品 （ＨＳ 编码第 ９ 类）， 家具、 灯具、 玩

具、 运动用品等杂项制品 （ＨＳ 编码第 ２０ 类）， 鞋

帽、 羽毛、 人造毛发制品 （ＨＳ 编码第 １２ 类）， 生

皮、 皮革、 毛皮及其制品 （ＨＳ 编码第 ８ 类）， 下降

幅度依次为 １３. ９９、 １７. ２１、 １８. ７０、 ３４. ９７、 ４７. ６２ 个

百分点。 而同期， 美国自印度的进口份额均获得相

应增长， 但印度在美国市场的增长份额与中国在美

国市场丧失的份额存在较大差距。 从行业属性来看，

中国对外转移的制造业主要是纺织服装、 鞋帽皮革、

木制品以及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平均转移幅度

为 ２６. ５０ 个百分点。 相应地， 印度的承接幅度为

１. ５６ 个百分点， 说明印度并未大规模承接中国劳动

密集型产业转移。

（三） 中印竞争型的产业链转移模式

产业链转移模式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承接地

与中国形成 “互补关系” 的产业链转移， 另一类是

承接地与中国处于 “竞争关系” 的产业链转移。 其

中， 竞争型产业链转移模式强调与中国供应链体系

的 “脱钩” （唐宜红和张鹏杨， ２０２２）。 不同于中国

与东盟互补型产业链转移模式， 中国－印度产业链转

移模式属于竞争型的，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

印度的生产和出口对中国供应链体系依存度不大。

据 ２０２２ 年 ＷＴＯ 全球价值链数据统计， ２０２０ 年印度

自中国进口的中间品份额为 １９. ３０％， 出口中的中国

增加值比例为 ９. ４０％， 这与东南亚经济体对中国的

依赖度存在较大差距， 如柬埔寨自中国进口的中间

品比例高达 ４６. ９０％， 出口中的中国增加值也高

达 ４４. ９０％。

二是印度意图通过政策手段构建本土产业链、

供应链。 一方面， 印度以征收高关税为手段降低对

国际供应链的依赖， 打造本土供应链体系。 在关税

政策影响下， 在印度的跨国公司为避免价格上升失

去比较优势， 不得不考虑在印度国内构建供应链体

系。 另一方面， 印度通过实施补贴等产业政策支持

形成本土产业链和供应链。 自 ２０１４ 年实施 “印度制

造” 计划以来， 印度始终把形成本国完整的供应链

体系和实现制造业升级作为发展方向。 ２０２０ 年， 印

度政府针对手机配件、 医疗器械、 主要药品原料三

个领域， 制定了 “生产挂钩激励机制” （简称 ＰＬＩ），

即对符合 ＰＬＩ 制度的企业提供 ４％－６％的销售奖励。

２０２１ 年， 印度政府将 ＰＬＩ 政策扩大到网络通讯、 太

阳能发电模块、 汽车和无人机、 网络通讯等 １３ 个领

域， 销售奖励的最高比例达到 ２０％。

三、 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主要原因

中国制造业外移既有主动性因素， 也有被动性

因素。 其中， 主动性因素是在遵循市场规律下以规

避红利消失和追逐比较优势所带来的产业链外迁，

被动性因素是因外部环境干预或产业链控制方全球

布局变化引起的产业转移 （唐宜红和张鹏杨， ２０２２）。

（一） 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主动性因素

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主动性因素主要包括

劳动力、 市场潜力、 政策制度等。 在劳动力方面，

随着劳动力成本高涨和老龄化趋势， 中国当前的传

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减弱。 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

型产业的利润将被进一步压缩， 资本撤离以及由此

引发的产业链外迁成为必然。 比较而言， 印度在劳

动力、 市场潜力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印度拥有丰

富的劳动力且劳动报酬比较低。 据世界银行统计，

２０２２ 年印度人口规模首次超过中国， 成为世界第一

人口大国， 且 ２０２３ 年保持增长势头， 预计未来印度

将继续保持人口规模世界第一。 在人口结构方面，

２０２３ 年印度的平均年龄为 ２８ 岁， 在亚洲国家中最

低。 在劳动报酬方面， 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 印度

工人的工资约为中国的一半； 在市场潜力方面， 印

度拥有约 １４ 亿人口和 ６ 亿中产阶级， 市场规模前景

巨大。 同时， 印度的经济增长迅速， ２０２１ 年 ＧＤＰ 增

长高达 ９. ７％， 达到了 ２１ 年来的最高水平， ２０２３ 年

也维持在 ７. ６％的高水平。 可以预测， 在后疫情时

代， 印度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在政策制度方面， 近年来印度大力推动制造业

发展， 凭借政策优势不断扩大外资规模， 在承接制

造业产业转移中获得了较强的竞争力。 ２０１４ 年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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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政府推出 “印度制造” 计划， 确立汽车、 航空、

电子设备、 制药等 ２５ 大产业， 以推动印度成为全球

制造业中心。 此后， 围绕 “印度制造” 计划， 印度

政府推出多项改革措施： 一是降低政府管制壁垒，

大幅放宽外商投资限制。 二是推进税收、 征地、 劳

工等方面的制度改革。 三是将铁路、 港湾、 机场、

工业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到优先议程。 同时， 印

度政策还采取降低关键零部件进口关税、 提供贷款

补贴等贸易和财政激励措施， 以吸引苹果、 三星等

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 据印度工商部统计， 印度的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流入量出现大幅度增长， 从

２０１４ 财年的 ２９７ 亿美元提升至 ２０２３ 财年的 ４４４ 亿美

元， 特别是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停滞的情况下，

印度的 ＦＤＩ 流入额同比增加 １９％达到了 ５９６ 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此外， 印度的营商环境也得到明显改

善。 根据全球营商环境指数， 在 １９０ 个国家和地区

中， 印度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从 ２０１４ 年的第 １３４ 位

提升至 ２０２２ 年的第 ６３ 位。 特别是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

排名上升的速度明显加快。

（二） 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被动性因素

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被动性因素主要表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因国际政治干预导致的产业

链外移； 二是产业链主导企业的外迁所引致的中国

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被迫外迁。

在国际政治干预方面， 美国及其盟友的政治驱

动是引发中国产业链被迫外迁的重要原因。 为遏制

中国产业发展， 美国使用了众多市场以外的政治和

政策手段来驱使外资企业搬离中国。 ２０１８ 年美国前

总统特朗普开启的贸易战， 通过对中国出口产品征

收高额关税， 逼迫很多依赖美国市场的企业搬离中

国， 加速了中国制造业被迫外迁趋势。 当前， 美国

拜登政府加紧推行 “去中国化” 战略， 一是加强对

华在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领域的 “出口管制”， 并联

合其盟友对华发起 “科技封锁”， 让众多在华科技企

业无法进口到所需要的设备零部件， 这类企业也被

迫离开中国。 二是推行 “友岸外包” “盟友外包” 的

供应链策略， 其核心是在美国 “可信任友好国家”

间构建供应链合作和贸易关系， 以减少或摆脱对中

国供应链的依赖， 这无疑也给在华外资企业造成了

压力并迫使产业链外迁。 随着美国 “印太战略” 的

实施， 印太地区成为热点， 印度迅速成为受关注国

家， 美国意图将印度打造成 “第二个中国市场”。

在美国政治干预以及供应链风险增加的背景下，

苹果、 三星等跨国公司被动选择 “中国＋Ｎ” 的供应

链分散化战略， 将位于中国的部分制造业产业链转

移至印度等经济体， 甚至通过向国内回撤供应链的

方式保障产业链安全。 当前， “单一供应来源” 的全

球采购模式正逐渐被各跨国公司摒弃。 绝大多数的

供应链领导企业正在寻求通过双重采购、 近岸化、

本地化和供应链区域化等提高供应链韧性。 跨国公

司的多元化、 本土化供应链战略造成了中国产业链

外迁、 重构甚至回撤。 除了产业链上主导企业的被

迫外迁外， 产业链上下游的供应商普遍会受占主导

地位的大型跨国公司所控制而跟随外迁， 这种产业

链迁移也属于被动型外迁。 最典型的案例是苹果公

司。 自苹果公司加大在印度的投资， 将生产和研发

的重心向印度转移时， 其上下游合作供应商如富士

康、 和硕、 纬创等纷纷到印度投资建厂， 将在中国

的部分生产线转移至印度。

四、 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本文发现， 印度并未大量承接中国对外大幅度

转移的纺织服装、 鞋帽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其

主要承接了中国对外转移程度较轻的光学仪器、 机

电设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同时， 印度在

汽车、 航天制造等方面表现出了较强的增长能力。

虽然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总体规模尚小， 但中

印竞争型的产业链转移模式将对中国制造业发展产

生深远影响。

（一） 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影响

当前， 印度在经济规模、 国际市场竞争力、 对

外直接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与中国还存在较

大的差距， 各项指标均落后于中国。 在经济规模方

面， 尽管 ２０２１ 年至 ２０２３ 年印度 ＧＤＰ 增速连续 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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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中国， 但在绝对增量和经济总量上， 中国仍然

碾压印度。 近三年来， 中国 ＧＤＰ 年均增量是 １. ０４ 万

亿美元， 约是印度的 ４ 倍， 而ＧＤＰ 总量年均为 １７. ８３

万亿美元， 是印度的 ５ 倍多； 在国际市场竞争力方

面， 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出口国， ２０２３ 年中国的货

物贸易出口总额为 ３. ３８ 万亿美元， 约是印度的 ８ 倍；

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 ２０２３ 年中国境内的 ＦＤＩ 流入

量为 ０. １６ 万亿美元， 约是印度的 ６ 倍， 而 ＦＤＩ 流入

存量为 ３. ６６ 万亿美元， 约是印度的 ７ 倍； 在基础设

施方面， 根据全球竞争力指数 （ＧＣＩ）， ２０１９ 年中国

的基础设施排名位居第 ３６ 位， 而印度排在第 ７０ 位。

虽然近年来印度的基础设施正在改善， 但在交通运

输衔接性、 通讯网络和电网稳定性、 物流相关服务

完备性等方面的发展停滞不前，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着印度的制造业发展。 总的来说， 中国供应链仍具

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加之产业链建立需要较长的时

间， 因此从短期上看， 印度制造业发展暂时不会对

中国构成较大威胁。

但从中长期上看， 随着印度经济潜力、 地缘政

治优势的持续存在， 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可能会加速向印度转移， 特别是在半导体芯片等高

科技领域， 这将对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中国经

济的稳定和增长、 中国供应链体系产生不利影响，

最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战略性威胁。

１. 削弱中国制造业竞争力

中国技术和密集型制造业向印度转移， 将加剧

中国与印度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全面竞争。 一方

面， 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会

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而此类制造业外移将

减少中国本土企业 “干中学” 的机会， 可能会影响

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 进而削弱中国制造业竞争力。

另一方面， 中国成熟的生产技术会随着产业转移而

扩散。 当印度的生产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其产

业竞争力必然会增强， 进而可能削弱中国在全球价

值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２. 威胁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

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向印度转移， 中国制造

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可能会不断下降， 这将导致中

国出口的持续减少。 由于制造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

的 ８０％以上， 因此制造业出口的持续减少将会减缓

中国经济增长 （罗文宝， ２０２３）。 同时， 产业转移意

味着生产基地和生产要素的随之转移。 中国制造业

转移到印度， 相关产业的就业机会也随之减少， 可

能会对中国就业市场产生不利冲击。 如果劳动力市

场和就业结构调整不及时， 将会引起大量失业， 进

而威胁中国经济稳定。

３. 分散中国供应链体系

当前， 中国制造业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供应链

和产业链体系。 随着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日益凸

显， 特别是产业链主导企业外迁所引致的上下游供

应商的集体外迁， 可能会造成中国制造业 “断层”

现象， 进而导致中国供应链体系的碎片化。 另外，

中国与印度竞争型的产业链转移模式， 将带来两国

供应链体系的长期竞争。 随着印度供应链体系的日

益发展， 印度制造业可能会打破现有的全球供应链

体系， 加速美国及其盟友的 “去中国化” 进程， 进

而增加中国供应链风险。

（二） 对策建议

为保障中国经济安全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整体

稳定， 同时提升中国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中

国应妥善处理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问题， 统筹安

全与发展， 切实加强产业链供应链控制力和竞争力。

第一， 借助产业转移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 中国应抓住高附加值环节，

推动 “中国总部＋印度基地” “中国研发＋印度制造”

等产业合作模式， 实现中国制造业从低附加值向高

附加值环节跃升。 在光学仪器、 机电设备等中高端

产业方面， 中国应在技术创新、 工艺改造方面下足

功夫， 不断提升制造业质量。 同时， 要大力推进人

工智能、 半导体芯片等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进而推

动中国制造业从低技术制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的升

级跃迁。

第二， 增强供应链体系竞争力。 针对中印两国

的供应链体系竞争， 一方面要提高中国在某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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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上的核心控制力， 促使印度在某些核心环节上对

中国供应链产生依赖。 另一方面在相似的供应链体

系中， 中国要在供应链效率、 成本控制、 质量管控、

供应链体系稳定上做足功夫。 在供应链效率方面，

要加强物流运输、 数字要素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成本控制方面， 要着重控制利用要素的制度成本，

包括税费、 融资、 行政等方面。 在质量管控方面，

要注重劳动力素质的培养， 并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

引领。 在供应链体系稳定方面， 重点是降低营商环

境中的不确定性。

第三， 通过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网

络。 对内而言， 中国要深入实施 “自由贸易试验区”

提升战略， 不断推动制度创新， 高标准对接国际经

贸规则。 对外而言， 中国应通过自贸区和 “一带一

路” 建设， 加强区域产业链布局。 中国要积极推进

加入 ＣＰＴＰＰ， 同时可以考虑从 ＲＣＥＰ 扩围方面入手，

扩展和吸纳更多自贸区建设伙伴， 推动市场多元化

发展。 此外， 要深化数字、 绿色等新兴领域开放合

作。 除了积极推进 ＤＥＰＡ 外， 要与更多国家签署绿

色、 数字、 蓝色经济等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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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岗位。 最后， 要更加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的区域平衡差距， 提高数字技术的应用深度和广度，

努力缩小由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 不充分导

致的就业差异。

第三， 增加政策支持， 培养数字化人才。 一方

面， 合理调整财政科教支出结构， 加大财政对公共

教育的支持力度。 在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同时， 要

注重职业教育培训的发展， 提升劳动力数字技术素

养， 培养高素质数字化技术人才。 另一方面， 应顺

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进

行职业技能培训。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推

进、 完善职业培训与继续教育， 发挥 “平台教育”

的作用， 提高教育质量。 此外， 为尽快满足市场对

不同劳动力的需求， 可以根据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

平实施差异化专项培训， 如专项数字化人才培养计

划等， 以更好适应市场需求， 实现我国经济与就业

高质量发展双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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